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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减贫事业取得举世瞩目

的成就。在现行贫困标准下，贫困人口从 2012年底

的 9899万减少到 2019年底的 551万，连续 7年减贫

1000万人以上，同期贫困发生率由10.2％降至0.6％，

区域性整体贫困基本上得到解决，脱贫攻坚取得决

定性成就。到2020年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

脱贫是党中央向全国人民做出的郑重承诺，必须如

期实现①。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坚决打

赢脱贫攻坚战，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随

着2020年中国现行标准下贫困的消除和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目标的实现，2020年后缓解相对贫困将是中

国扶贫开发工作的重点。而在绝对贫困向相对贫困

转变过程中，贫困的内涵、标准、扶贫体系等都将发

生较大改变，对此，学术界给予了广泛关注与讨论。

在贫困内涵方面，随着居民收入、教育、医疗、

住房等水平的不断提升，吃饱穿暖等基本需求得到

满足后，可能遭受到的机会缺失、能力或权利的相

对排斥和相对剥夺成为相对贫困理论的基本内涵

(Townsend，1979；Sen，1981)。公平合理的收入分配

是全民共享发展和共同富裕的重要组成部分，与绝

对贫困主要关注低收入群体的基本需求相比，相对

贫困更关注财富、收入和权利分配的不平等。李强

(1996)指出，相对贫困可以较好地表征社会财富或收

入在不同阶层与群体间的分配情况。陈宗胜等

(2013)认为，相对贫困问题即为研究贫困人群收入在

总收入中的分配比例问题，因而是收入分配研究的

重要内容。沈扬扬、李实(2020)认为，相对贫困的内

涵决定了扶贫的目标并不局限于单纯的增收，应同

时关注收入分配。一些学者认为，相对贫困是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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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水平差距带来的教育、社会地位和生活质量等

多维困境(邢成举、李小云，2019)，进一步提出了多维

相对贫困概念，既包括经济维度的“贫”，也反映社会

发展维度的“困”(王小林、冯贺霞，2020)。
贫困内涵的变化深刻影响着贫困标准的界定。

2020年后，按 2300元(2010年不变价)的贫困线衡量

中国农村的绝对收入贫困将会在统计上消失(李小

云、许汉泽，2018)，中国现行贫困标准将不适用于

2020年后中国相对贫困标准的界定。当前，高收入

国家面临的主要贫困形式就是相对贫困，他们积累

了更为丰富的相对贫困线划定经验。基于汤森最早

提出的简便且易于操作的收入比例法 (Taonsend，
1962；Taonsend，1979)，欧盟和经合组织(OECD)等地

区、国际组织与国家在实践中，通常将相对贫困标准

设为平均收入或收入中位数的一个比例。一般而

言，使用相对贫困线的国家经济发展水平较高，故相

对贫困线又被称为“富裕国家确定贫困率最有效的

方法”(UNDP，2007)。相对贫困线被联合国开发计划

署、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作为测度贫困的重要方式，是

欧盟国家度量社会包容性指数和“陷入贫困风险或

遭受社会排斥”的重要指标(王小林、冯贺霞，2020)。
相对贫困标准的界定是调整扶贫政策体系、建

立缓解相对贫困长效机制的基础。国内外研究中相

对贫困的衡量标准大多以收入为核心(邢成举、李小

云，2019)。OECD 国家通常将居民收入中位数的

50％或 60％作为相对贫困标准；欧盟委员会于 2010
年将收入中位数的60％作为欧洲国家的相对贫困标

准，并建议将中位数的 40％和 50％作为参考指标使

用(Van and Wang，2015)。因为收入中位数比例法识

别标准不仅简单，而且测度边界清晰，易于操作和被

公众所理解。国内对相对贫困标准界定的研究大多

参照国际经验并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展开。第一，

在基数选择上，由于中位数在民生统计中更具代表

性，并且可形成与高收入国家可比的相对贫困标准，

大多数学者都建议以居民收入中位数为基数(叶兴

庆、殷浩栋，2019；孙久文、夏添，2019；沈扬扬、李实，

2020；潘文轩、阎新奇，2020)；也有少数学者提出将

收入的均值作为基数(张青，2012；程永宏等，2013)，
但人均收入容易掩盖贫富差距；还有一些学者建议

以其他指标作为相对贫困的设定基础，如杨洋、马骁

(2012)以及刘宗飞等(2013)提出城市相对贫困线应以

总资产而非收入支出来设定，池振合、杨宜勇(2013)
则建议以人均消费为基础设置相对贫困线。第二，

许多研究关注农村贫困和城市贫困并存的问题，李

小云和许汉泽(2018)指出随着城市贫困群体的显著

增加，加之低收入群体在城乡之间的流动性不断增

强，两个标准和机构不统一的扶贫系统容易使大量

的贫困群体被排斥在救助范围之外。白永秀、刘盼

(2019)也认为贫困问题不仅存在于农村，而且随着人

口流动，贫困从农村向城市转移的趋势加强，城市贫

困问题将日益严峻，城市贫困和农村贫困并重将是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中国贫困问题的长期趋势。中

国既存在城乡统筹发展的趋势，又存在城乡二元分

割的现实情况，在此背景下，采用以全民收入为基础

的“全国一条线”还是采用分城乡的居民收入水平来

分别设置相对贫困线，直接影响到城乡贫困规模、扶

贫工作开展的重心和力度。第三，在相对贫困线设

置比例上，大多数学者主张设置为基数的 40％～

60％，但在具体比例上，看法仍有不同。

综上所述，目前国内对相对贫困问题的研究，基

于理论探讨较多，形成了一些共识，但对于2020年后

相对贫困标准的界定还存在争议，针对中国相对贫

困规模的量化研究也很有限。2020年现行标准下实

现全面脱贫后，如何划定新的贫困标准成为 2020年
后扶贫战略需要回答的首要问题(陈志钢等，2019)。
只有确定新的贫困标准，才能回答“2020年后谁是贫

困人口”的问题，进而才能为建立解决相对贫困长效

机制提供可靠依据。本文基于国际相对贫困治理经

验和国内相对贫困研究基础，结合中国实际情况，界

定中国相对贫困标准，并以此测算全国及城乡相对

贫困规模，以期为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的反贫

困政策提供参考。

二、相对贫困标准界定的国际经验

2020年，中国将实现现行标准下绝对贫困人口

全部脱贫，同时随着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中国向

高收入国家稳步迈进。相对贫困是高收入国家面临

的主要贫困形式，但在中国扶贫工作中尚无官方的

相对贫困界定标准。各类国际组织与高收入国家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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虑国家贫困的具体特点，发展了一系列有借鉴意义

的相对贫困界定标准。

(一)世界银行扩展贫困线类型

世界银行不断提高极端贫困线。1990年，世界

银行选取当时一组最贫穷国家的贫困线，基于个体

的基本需求，采用购买力平价方法，通过计算平均值

将国际贫困线(极端贫困线)设定在日均消费 1美元

左右。2005年，世界银行根据新一轮的购买力平价，

上调贫困线至 1.25美元。2015年，为反映全球出现

的价格上涨，世界银行将贫困线提高到1.9美元。面

对不同收入水平国家人口的基本需求差异，世界银

行增加不同收入水平国家的贫困线作为极端贫困线

的补充。2018年，世界银行提出了一套更符合当前

经济状况的新贫困线作为极端贫困线的补充，将人

均每天消费收入低于 3.2美元和 5.5美元(2011年购

买力评价)分别作为中低收入国家和中高收入国家

的贫困线，补充贫困线提供了反映上述两类国家基

本需求评估的更高价值，更好地反映了世界上大多

数人口所居住的国家情况。

随着世界朝着消除极端贫困的方向前进，基本

需求可能因国家而异，为此，世界银行2018年提出了

社会贫困线(World bank，2018)。社会贫困线结合了

反映极端贫困的绝对贫困线以及反映福利相对维度

的收入(或消费)水平，表明不同国家、不同发展水平

下满足个人基本需求需要付出不同的成本，它既反

映了绝对贫困，也反映了共享繁荣的相对概念②。越

富裕的国家，社会贫困线水平就越高。相比于极端

贫困线有意侧重最贫困的国家，社会贫困线则考虑

国家的发展水平，同时能够反映增长成果分配的信

息，可视作为弱相对贫困线(见图1)。
世界银行2018年发布的《贫困与共享繁荣2018：

拼出贫困的拼图》报告显示，社会贫困线的变动与国

家发展程度密切相关。1990—2015年，低收入国家

社会贫困线变动仅为0.1美元，高收入国家社会贫困

线则变动4.8美元，即低收入国家社会贫困线基本保

持稳定，而高收入国家社会贫困线变动幅度较大(见
表 1)。该报告还发现，以社会贫困线衡量的全球贫

困率与贫困人口的削减都比绝对贫困更加困难。

(二)高收入经济体广泛采用收入比例法制定相

对贫困线

1976年，OECD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对成员国

进行大规模调查，提出以一个国家或地区社会中位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2018：《贫困与共享繁荣2018：拼出贫困的拼图》。

表1 按国家类型的平均社会贫困线 单位：美元/天

国家类型

低收入国家

中低收入国家

中高收入国家

高收入国家

1990
2.1
2.2
3.0
16.4

1999
2.1
2.2
3.0
18.2

2008
2.1
2.5
4.4
20.4

2013
2.2
2.8
5.4
20.5

2015
2.2
2.9
5.8
21.2

变化程度

0.1
0.7
2.8
4.8

图1 社会贫困线的设定
注：社会贫困线=max｛1.9，1.0+0.5×消费(或收入)的中位数｝，其中货币单位为美元。社会贫困线的下限是1.9美元(2011年购买

力平价)的极端贫困线，斜率为0.5，截距为1.0美元。临界点是人均每日收入(或消费)的中位数，为1.8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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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或平均收入的 50％作为贫困标准，以此来识别

相对贫困并制定生活救助标准，不仅成本低，而且有

助于开展社会救助水平的比较研究。欧盟将贫困风

险阈值设置为等价可支配收入中位数的60％。OECD
的36个国家最新数据显示，相对贫困率与基尼系数

的相关系数为0.84，二者存在高度的正相关③。

从国家操作层面来看，英国在1950年以前，采用

食品、衣服、住房等基本需求的“购物篮子”来确定贫困

线。1950年进入现代福利国家时代后，采用汤森的

“相对剥夺”理论度量贫困，采用家庭收入中位数的

60％作为官方贫困线，并区分了住房成本。以此官

方贫困线，基于现价的英国相对贫困比例和人数比

较稳定，不包括住房成本的相对贫困比例为 16％左

右，包括住房成本的相对贫困比例则为22％左右④。

(三)少数高收入经济体基于基本需求设定贫困

线，但具有相对贫困特点

美国是基于营养需求测算贫困门槛的典型发达

国家。1964年，美国首次发布官方贫困线，将各类家

庭年收入低于 3000美元或单身户年收入低于 1500
美元设定为贫困人口；20世纪 80年代以来，美国政

府考虑家庭规模等因素全面界定贫困线；随着农业

经济的快速发展，美国在 1981年统一了农业户和非

农业户家庭的贫困线。当前，美国公布两条贫困线：

一条是由人口统计局发布的考虑家庭人口结构和家

庭规模的贫困线，主要用于统计贫困人口数量；为

方便操作，健康与人力服务部还发布仅考虑家庭规

模的贫困指导线，主要用于项目管理。美国48个州

的贫困指导线下，家庭成员每多 1人，贫困线相应增

加一个固定的值。美国贫困线在计算方法上属于绝

对贫困范畴，但数值上维持在国民收入中位数的

30％，贫困率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基本稳定在15％
左右⑤，从而具有相对贫困线的属性(叶兴庆、殷浩

栋，2019)。
三、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一)研究方法

长期以来，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指标是研究贫

困问题最常用的收入指标。基于官方公布的城乡居

民收入分组数据，国内外学术界在利用分组数据“还

原”原始观察值方面做了大量探索。世界银行在 20

世纪 90年代后期开发Povcal系统，利用分组数据逼

近原始观察值，但由于采用Beta洛伦兹曲线形式，导

致可能生成负的收入或消费数据，不符合实际；此

外，模拟出的收入分布对应的分位点数值与原始值

也存在较大偏差。Shorrocks and Wan(2009)提供了一

种将分组数据“还原”为原始观察值的改进方法。在

某一统计分布假设下，首先利用分组数据估算该分

布的参数值(如标准差)来产生个体收入观察值；其

次，根据各组的平均收入值，采用迭代法调整观察

值，使各组收入平均值与实际相等，同时确保洛伦兹

曲线的平滑和单调上升。

假设有m组实际收集到的分组数据(p*k，L*k)(k=
1，...，m)，p*k表示累加的人口百分比，L*k表示累加的收

入百分比，这时各组实际观察到的平均收入可以表

示为：

μ*k= L*
k - L*

k- 1
p*

k - p*
k- 1

(k=1，...，m) (1)
本文的目标是产生n个洛伦兹曲线上的观察值，

n个观察值被分割为m个非重叠组，每组 k包含mk=
n(p*k-p*k-1)个样本，用xki(k=1，...，m；i=1，...，m)来代表第

k组中第 i个样本观察值。生成的观察值第k组的平

均收入μk一般不等于实际观察到的μ*k，需要基于以

下公式对xki进行迭代调整(迭代值由 x̂j表示)：
x̂j=μ*k+ μ*

k+ 1 - μ*
kμk+ 1 - μk
(xj-μk)，k=1，...，m，且初始样本值

xj∈[μk，μk+1] (2)
x̂j= μ*

1μ1
xj，xj＜μ1 (3)

x̂j= μ*
mμm
xj，xj≥μk (4)

经过上述迭代调整，直到各组的样本均值μk接

近于实际观测值μ*k，接近程度可依据具体研究情况

决定。基于上述方法即可得到利用分组数据“还原”

的原始观察数据。

(二)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指标来测算

中国贫困，基础数据为 2002—2019年城镇和农村居

民家庭收入分组数据，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

2003—2019年历年、CEIC数据库。相比于近年来增

多的微观调查数据，国家统计局的住户调查持续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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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长、连续性好、时效性高，且具有全国代表性。本

文重点分析中国自2002年进入中等收入国家以来的

贫困发展，以期对当前及未来进入高收入阶段的贫

困治理有所启发。

2002—2019年，中国城镇和农村居民家庭收入水

平大幅提高，但居民收入在城乡之间、城乡内部之间均

存在较大差异。在绝对贫困转向相对贫困后，相对贫

困的治理与缩小收入分配差距息息相关，相对贫困的

治理过程也将是不断改善收入分配差距的过程。

为分城乡讨论相对贫困率，在样本模拟过程中，

按照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水平来设定城乡样本量，以

保证每年的模拟数据中城乡人口比例与实际城乡人

口分布一致。由于收入分组数据是以家庭为单位，

而低收入组与高收入组家庭规模差别很大，本文考

虑家庭人口规模重新调整分组人口占比，使结果更

为准确，这也是以往研究(陈宗胜等，2013；汪晨等，

2020)所忽略的。

为考察模拟数据的可靠性，本文基于收入分布

模拟方法、利用分组数据“还原”了原始收入的观察

值，并据此测算了模拟收入分布的基尼系数。该基

尼系数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基尼系数总体差距在

6％以内，这表明，本文还原的收入分布与真实的收

入分布有很高的拟合程度。

四、不同贫困标准下中国相对贫困规模测算

从高收入国家相对贫困界定与治理来看，相对

贫困率基本稳定，减少相对贫困人口规模是一个长

期复杂的过程。与制定绝对贫困线旨在消除线下贫

困人口作为减贫政策目标不同，设置相对贫困线的

目标是识别帮扶措施的受众，为评估各项社会政策

提供参照(叶兴庆、殷浩栋，2019)。2020年以后，中国

的贫困特征由绝对贫困向相对贫困转变，同时由农

村贫困向城乡贫困转变(黄征学等，2019)。一方面，

农村贫困不容忽视，虽然绝对贫困消除，但农民依然

面临返贫风险(白永秀、刘盼，2019)；另一方面，城市

贫困问题日益严峻，城镇失业人员以及农民工群体

形成大规模的新贫困群体。贫困的特征转变对相对

贫困线提出新的要求：相对贫困线要充分反映城乡

贫困规模并便于识别城乡贫困人口。为此，基于相

对贫困标准界定的国际实践经验，本文借鉴当前运

用最为广泛的世界银行社会贫困线与OECD国家收

入比例法，并结合中国实际来设定贫困线并以此测

算中国的相对贫困规模(见表2)。
一是基于世界银行的社会贫困线测算相对贫

困。社会贫困线随着平均收入上升而动态调整，具

有相对贫困性质，可视作弱相对贫困标准。同时，为

充分考察中国进入中等收入发展阶段以来的贫困线

变动与贫困规模，本文还采用世界银行 3.2美元与

5.5美元的高标准测算中国绝对贫困作为补充。

二是借鉴OECD国家最常采用的收入比例法。

基于城乡融合发展的大方向与城乡二元分化的现

实，采用目前争议较大的两种基数选择方式来分别

测算相对贫困规模。一种是不区分城乡的“全国一

条线”方式，将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作为基数来

界定相对贫困；另一种是区分城镇和农村的“城乡两

条线”方式，按照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界定

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相对贫困线。按照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中位数的40％、50％与60％分别设置低、

中、高三条贫困线。

(一)基于社会贫困线的中国相对贫困规模测算

基于社会贫困线的中国相对贫困规模测算结果

见图2。2002—2019年，社会贫困线标准下中国相对

贫困发生率下降了 20.3个百分点，贫困人口规模减

少 2.4亿多人(其中，农村减少 2.4亿人，城镇减少 72
万人)。与此同时，世界银行高标准下的绝对贫困发

生率也不断下降且下降幅度更大，3.2美元和 5.5美

元的贫困线标准下，中国贫困发生率分别下降了54.8
个百分点和65.3个百分点，贫困人口规模分别减少7
亿人(其中，农村减少 5.4亿人，城镇减少 1.6亿人)和

表2 相对贫困标准界定

方法界定

世界银行—社会贫困线

OECD—收入比例标准

基数选择

“全国一条线”方式

“全国一条线”方式

“城乡两条线”方式

水平设置

max｛1.9，1.0+0.5×收入的中位数｝，单位：美元

全国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的40％、50％、60％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的40％、50％、60％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的40％、5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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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世界银行最新标准下贫困线及整体与城乡贫困发生率

资料来源：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测算。

··63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



社会保障制度 2021.5
SOCIAL SECURITY SYSTEM

8.2亿人(农村减少5.8亿人，城镇减少2.4亿人)。
贫困线的变动具体可分为三个阶段。①2002—

2008年的中低收入阶段，社会贫困线＜3.2美元的贫

困线＜5.5美元的贫困线，由于收入水平不断提高，

社会贫困线提高幅度最大。②2009—2013年的中低

收入阶段向中高收入阶段跨越，3.2美元贫困线＜社

会贫困线＜5.5美元贫困线。在这个阶段，社会贫困

线居于 3.2美元与 5.5美元贫困线之间。③2013—
2019年的中高收入阶段，3.2美元贫困线＜5.5美元

贫困线＜社会贫困线，社会贫困线成为中高收入阶

段三条贫困线中水平最高的贫困线。社会贫困线随

着收入水平的上升而不断提高，相应的社会贫困率

下降难度更大，表现为社会贫困率下降幅度减小，下

降速度放缓。

(二)基于收入比例法的中国相对贫困规模测算

收入比例法下中国相对贫困的测算包括“全国

一条线”和“城乡两条线”两种方式(见表2)，具体测算

结果见图3和图4。

图3 “全国一条线”标准下中国相对贫困规模测算
资料来源：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测算。

··64 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



2021.5 社会保障制度
SOCIAL SECURITY SYSTEM

1.“全国一条线”方式

从图 3看，相对贫困线标准越高，贫困线的涨幅

越大。在2008年之前，相对贫困线变动较为平缓，而

在 2009年之后，相对贫困线逐年大幅提升。相对贫

困线的大幅提升反映了收入分布中间位置群体的收

入水平得到快速提高。

从相对贫困发生率看，全国相对贫困发生率在

2002—2019年都较为稳定，在低、中、高三类标准下，

分别保持在10.4％、15.3％和21.7％左右。在50％的

中等标准下，中国贫困率普遍高于OECD中的高收

图4 “城乡两条线”标准下中国城乡相对贫困测算
资料来源：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测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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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国家，整体的相对贫困率与OECD中的中高收入

国家(如爱沙尼亚、智利等)接近，低于美国(17.8％)与
韩国(17.4％)，意味着以收入比例法衡量的相对贫困

率基本符合当前中高收入阶段的经济水平。

中国相对贫困率的城乡差异明显，低中高标准

下农村相对贫困发生率分别由2002年18.4％、27％、

37％上升到2019年的25.8％、35.9％和47％，分别上

升 7.4个、8.9个和 10个百分点。城镇相对贫困发生

率则较低，变动幅度较小，在 2019年高标准下仅为

5.2％。相应地，三个标准下的全国相对贫困人口规

模比较稳定，2002—2019年基本稳定在1.5亿人、2.1
亿人和2.9亿人左右。其中，农村相对贫困人口规模

也较为稳定，基本稳定在 1.5亿人、2亿人和 2.8亿人

左右。城镇相对贫困人口规模较小，相对贫困程度

较低，但相对贫困人口一直在增加，在60％收入中位

数的高标准下，2019年城镇相对贫困人口达到了

4100万人。

综上可知，在“全国一条线”方式下，相对贫困线

标准越高，2002—2019年间贫困线的涨幅也越大；不

同标准下，城乡贫困发生率的变动趋势基本一致，农

村始终远高于城镇，绝大部分相对贫困人口都集中

在农村。

2.“城乡两条线”方式

随相对贫困线标准的提高，城乡贫困线的提升

幅度也随之增大，这与“全国一条线”方式下相对贫

困线变动一致。城镇相对贫困线的增幅远高于农村

相对贫困线，且上升趋势更加明显，这表明，城镇收

入分布中间位置群体的收入增幅高于农村(见图4)。
从相对贫困发生率看，2002—2019年间，低、中、

高标准下农村相对贫困发生率分别上升 6.4个、6.0
个与1.2个百分点。2002—2019年，城镇相对贫困发

生率在三类标准下相对较为稳定，分别在 6％、26％
和32％左右。同时，随着相对贫困标准的提高，城镇

相对贫困率提升幅度远高于农村，且城镇相对贫困

率也反超于农村。尤其是在城乡贫困线标准从收入

中位数的 40％提高到 50％时，城镇相对贫困发生率

上升了近 20个百分点，这表明，城镇约有 20％的人

口集中在 40％～50％收入中位数之间，处于相对贫

困边缘，对贫困线的选择极为敏感，属于相对贫困阶

段的脆弱性群体。在 50％收入中位数标准下，中国

城镇相对贫困率与农村相对贫困率均要高于OECD
各国的相对贫困率。

2002—2019年间，结合农村人口变化，低、中、高

三类标准下农村相对贫困人口规模分别增加0.14亿
人、下降266万人与下降0.45亿人。随着相对贫困线

标准的提高，农村相对贫困人口规模呈现先上升后

下降的趋势。农村相对贫困率自2016年达到顶峰后

开始连续下降，反映了中国脱贫攻坚效果显著，不仅

绝对贫困率下降，最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上升也

带动相对贫困率下降。在三类标准下，城镇相对贫

困人口规模分别增加 0.16亿人、0.82亿人和 1.16亿

人，随着相对贫困标准的提升，城镇相对人口规模增

幅远高于农村。尤其是当城乡相对贫困线标准从收

入中位数的 40％提高到 50％时，城镇相对人口规模

增幅很大。

在“城乡两条线”下相对贫困发生率变动趋势有

如下特点：第一，在低标准下，农村贫困发生率高于

城镇，但在中高标准下农村贫困发生率反而低于城

镇，表明城镇低收入群体更多集中在 40％～50％收

入中位数之间与 50％～60％收入中位数之间。第

二，由低标准向高标准演进的过程中，2002—2019年
城乡居民的相对贫困发生率的波动逐渐趋于平缓，

到 60％收入中位数的高标准时，城乡居民相对贫困

率基本不再发生变化。第三，不同标准下，城乡贫困

发生率差距的变动趋势不同，低标准下农村贫困发

生率高于城镇并逐渐扩大，中标准下城镇贫困发生

率高于农村并逐渐缩小，高标准下城镇贫困发生率

高于农村，且差值基本不变。

五、中国相对贫困标准界定与规模分析

(一)中国相对贫困标准界定原则

中国应基于“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的基本原则，

参考高收入国家相对贫困线设定的具体做法，设定

与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相对贫困线。理想的贫困线应

该是城乡统一、全国统一的，但需要考虑中国的现实

条件与国际经验，且达到理想的贫困线是一个动态、

渐进的过程。这主要涉及相对贫困线度量方法、基

数选择以及标准设置三个问题。

第一，针对相对贫困线的度量，建议城乡统一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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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收入比例法。一是收入比例法是当前高收入国家

采用最为广泛的方法，并且有长时间的经验积累可

供借鉴，有利于相对贫困研究与实践的国际接轨及

国际比较；二是当前社会贫困线水平更多地体现农

村相对贫困，而在城镇内部差距仍然扩大的背景下，

社会贫困线对城镇相对贫困的体现不及收入比例法

充分；三是收入比例法对基数的选择和比例的选择

都更为灵活，有利于长期相对贫困线的动态调整。

第二，针对相对贫困线实施，建议基数分城乡，

即城乡居民按照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水平和

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水平分别制定贫困线，

这是“城乡两条线”含义之一。原因包括：①相对贫

困具有典型的区域性和地方性特征，也暗含城乡差

异(邢成举、李小云，2019)。从中国的发展阶段出发，

城乡融合发展是大趋势，但仍面临巨大的城乡差异，

既表现为城乡收入水平差异，也表现为城乡致贫原

因差异。如果不区分城乡居民收入水平，采用“全国

一条线”来设置相对贫困线，经济含义、政策含义和

政策落地性均不尽清晰(沈扬扬、李实，2020)。对城

镇居民而言，“全国一条线”方式下标准偏低，无法充

分反映城镇居民的相对贫困；对于农村居民而言，贫

困标准偏高，导致出现过大规模的农村贫困人口(见

图 3)。②相对贫困意味着相对排斥与相对剥夺，涉

及与谁比较的问题。从心理学角度来看，人们更多

的是跟周围的人进行比较。城乡之间消费行为与消

费水平的差异决定了对收入要求的差异，因此，分城

乡的基准更能准确反映城乡居民的剥夺感。③从国

际经验来看，城乡分割的贫困线到全国统一的贫困

线需要一个过程。例如，美国在 1964年首次发布官

方贫困线，直到 1981年才统一农业户和非农业户家

庭的贫困线。

第三，针对相对贫困线标准高低问题，建议分城

乡设定比例，农村略高于城镇，这是“城乡两条线”含

义之二。一方面，考虑扶助范围与扶助力度的平衡

关系，应保障新的贫困线与前期绝对贫困线相衔接，

避免造成大量新的贫困群体出现。以 2019年为例

(见表 3)，城镇贫困线标准从收入中位数的 40％提高

到50％时，城镇相对贫困发生率上升约20个百分点，

贫困人口规模增加1.63亿人，这显然会造成大量城镇

贫困人口的增加。因而，城镇相对贫困标准设定为收

入中位数的40％更合适。另一方面，相对贫困线的界

定要促进城乡逐步融合发展，引导城乡差距缩小。在

确定城镇相对贫困线后，基于引导城乡收入差距缩小

的考虑，农村贫困线应略高于城镇。在城镇 40％收

表3 2019年中国相对贫困测算结果

方法界定

社会贫困线

收入比例法

基数选择

“全国
一条线”

“全国
一条线”

“城乡
两条线”

水平设置

max｛1.9，1.0+0.5×收入的中位
数｝，其中货币单位为美元

40％收入中位数

50％收入中位数

60％收入中位数

40％收入中位数

50％收入中位数

60％收入中位数

城乡

全国

农村

城镇

全国

农村

城镇

全国

农村

城镇

全国

农村

城镇

农村

城镇

农村

城镇

农村

城镇

贫困线(元)
12153

8443

10553

12665

5316
12950
6645
16187
7974
19425

贫困率(％)
20.2
44.7
4.3
10.4
25.8
0.3
15.3
35.9
1.9
21.7
47.0
5.2
15.6
5.8
21.5
25.0
23.6
32.4

贫困规模
(万人)
28281
24641
3640
14491
14225
266

21407
19783
1624
30381
25943
4438
8605
4921
11860
21211
13018
27455

城镇贫困
标准比值⑦

—

—

1.62
—

—

1.13
—

—

1.37
—

—

1.41
—

1.73
—

2.16
—

2.59

农村贫困
标准比值⑧

—

3.78
—

—

2.62
—

—

3.18
—

—

3.28
—

1.65
—

2.06
—

2.4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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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中位数标准和农村 50％收入中位数标准下，2019
年，中国城乡相对贫困线比值为1.95，低于2019年城

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值的 2.64，可以有效引导

城乡收入差距缩小，因此，50％收入中位数标准下的

农村相对贫困线比40％更有助于引导城乡融合。在

上述标准下，城乡相对贫困线与前期标准比值分别

为1.73和2.06⑥，有利于贫困标准的顺利过渡。

(二)中国相对贫困规模分析

采用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中位数的40％界定城

镇相对贫困线，采用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中位数的

50％界定农村相对贫困线，该标准与OECD国家和

欧盟国家的标准有一定差异，但符合中国当前实

际。在该相对贫困标准下，城乡相对贫困线都有较

大提升，但城镇相对贫困线提升幅度和上升趋势更

加明显。2002—2019年，农村相对贫困线由 988元

上升到 6445 元，增加 5457 元，城镇相对贫困线由

2314元上升到12950元，增加10636元。全国整体相

对贫困率稳定在 12％～14％之间，农村相对贫困发

生率快速上升，自2002年的15.5％提高到2016年的

22.9％，由于近年来大力实施精准扶贫，中国绝对贫

困人口收入提升，农村相对贫困发生率在 2016—
2019年稳中略降，城镇相对贫困发生率在 5.6％～

9.5％之间波动。2019年，全国相对贫困发生率为

12％，城乡相对贫困发生率分别为5.8％和21.5％；全

国相对贫困人口规模约 1.68亿，其中城乡相对贫困

人口约分别为4921万与1.19亿(见图5)。

相对贫困阶段面临农村贫困人口规模大、城镇

贫困人口增幅大的双重挑战。受人口总量变动与城

镇化进程的推进，贫困人口规模与贫困率变动趋势

不同。其中，农村相对贫困人口规模较大，但2016—
2019年呈明显下降趋势；城镇相对贫困人口虽然基

数较低，但 2014—2017年间增幅近 26％，城镇相对

贫困人口大幅增加。这意味着，随着中国城镇化的

推进，农业人口不断向城市流动，贫困从农村向城市

转移的趋势逐渐加强，需要警惕城镇由此产生的新

贫困。

六、结论与启示

本文借鉴各类国际组织以及高收入国家相对贫

困界定标准，结合中国收入分配现状，采用模拟收入

分布的方法还原了中国自2002年进入中等收入国家

以来的城乡居民收入分布数据，并对不同标准下相

对贫困规模进行测算与比较分析，以确定中国相对

贫困界定标准。主要结论如下：

第一，基于具有相对贫困属性的社会贫困线测

算的中国贫困发生率和贫困人口规模下降幅度较

小，难度也更大。按国际 3.2美元和 5.5美元高标准

绝对贫困线测算的中国贫困发生率和贫困人口规模

下降幅度较大，该标准下的城镇贫困已基本消除。

而由于存在相对贫困，在中等收入阶段，社会贫困线

标准较高，逐年提高的幅度远大于 3.2美元和 5.5美
元标准，该标准下的贫困发生率虽然也在逐年下降，

但降幅较小，下降难度远大于绝对贫困。

图5 标准界定下中国相对贫困测算结果
注：柱图对应相对贫困人口规模，折线图对应相对贫困发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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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收入比例法下，“全国一条线”和“城乡两

条线”方式下中国相对贫困测算结果显示，相对贫困

线标准越高，贫困线的涨幅越大，相对贫困线在2009
年之后逐年提升幅度较大，这反映了低收入群体与

中等收入群体收入差异的恶化。城镇相对贫困线的

增幅远高于农村相对贫困线，且上升趋势更加明显，

表明城镇中等收入群体收入增速比农村更快。在世

界银行标准和“全国一条线”方式下，绝大部分相对

贫困人口都集中在农村，难以充分反映城镇居民的

相对贫困情况，而在“城乡两条线”方式下，城乡相对

贫困均可得到充分体现。

第三，中国城乡居民收入的巨大差距短期内不

会缩小，用世界银行标准和收入比例法下的“全国一

条线”方式界定中国相对贫困还为时尚早，会大大低

估中国城镇相对贫困。中国相对贫困线设定既要考

虑扶助范围和扶助力度的平衡，还要兼顾城乡融合

发展趋势与城乡二元分割现实，最终实现新的贫困

线与前期绝对贫困线相衔接、同时充分反映城乡相

对贫困问题。“城乡两条线”方式下，城镇居民可支配

收入中位数的40％和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中位数的

50％，既可避免大量新贫困群体出现，又有助于引导

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基于上述结论，本文政策启示如下：

一方面，基于充分反映城乡贫困、同时基于城乡

生活成本差异以及引导缩小城乡差距的考虑，现阶

段城乡宜采用相同的界定方法，分基数与分水平界

定国家层面的相对贫困线。采用上一年度城镇居民

可支配收入中位数的 40％界定为当年城镇贫困线，

采用上一年度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中位数的50％界

定为当年的农村贫困线，相对贫困人口规模占总人

口的 12％左右。相对贫困线应该建立动态调整机

制，体现在：一是在城乡融合水平提高、城镇相对贫

困得到有效缓解后，逐步提高城镇贫困线水平至

50％，提高国际可比性；二是各省份可在国家贫困线

基础上，结合本地物价水平、收入差距适当提高相对

贫困线标准。

另一方面，在相对贫困阶段，相应调整扶贫对

象、扶贫目标与扶贫方式。相对贫困阶段面临更大

规模的农村贫困人口以及快速增长的城镇贫困人口

双重挑战，扶贫对象需由以农村贫困人口为主转向

城乡统筹；扶贫目标由减少绝对贫困人口数量转向

拓展相对贫困群体发展能力、缩小收入差距与阻断

贫困代际传递；扶贫方式由集中攻坚作战转向常态

化推进，提高脱贫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

注释：

①习近平，2020：《在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座谈会上的讲话》，

http://www.ccps.gov.cn/xxsxk/zyls/202003/t20200306_138549.shtml.
②这是因为实现相同的社会功能，在不同经济发展水平

下所需的货币收入有所不同。

③资料来源：OECD 数据库，https://ec.europa.eu/eurostat/
web/products-datasets/-/t2020_50.各国公布的最新数据年份

略有差异，均在2015—2018年之间。

④资料来源：英国国家统计局，https://www.gov.uk/govern⁃
ment/statistics/households-below-average- income- 199495- to-
201617.

⑤资料来源：美国健康与公共事业部，https://aspe.hhs.gov/
prior-hhs-poverty-guidelines-and-federal-register-references.

⑥城镇绝对贫困线为 2019 年全国城镇低保平均标准

7488元，农村绝对贫困线为 3218元(以 2010年 2300元不变价

格为基准)。
⑦城镇贫困标准比值为城镇相对贫困线与城镇低保线的

比值。

⑧农村贫困标准比值为农村相对贫困线与农村绝对贫困

线的比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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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andard Definition and Scale Measurement of China's Relative Poverty
Li Ying Yu Xueting Li Fan

Abstract：The definition of relative poverty standard is the prerequisite of establishing a long-term mechanism to
solve relative poverty. This article uses simulated income distribution method to restore individual income data, calcu⁃
lates and compares the poverty scale under different standards. The setting of China’s relative poverty line should not
only consider the balance between the scope and intensity of assistance, but also take into account the trend of urban-
rural integration and the reality of urban-rural dual division, so as to realize the connection between the new poverty
line and the previous absolute poverty line, and fully reflect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urban and rural relative poverty.
This study proposes to define the standard of relative poverty by“unifying urban and rural methods, dividing urban
and rural areas by base income indicator and dividing urban and rural areas by level”. Therefore, it takes 50％ of the
median disposable income of urban residents and 40％ of the median disposable income of rural residents as the relative
poverty standard in urban and rural areas, respectively. Under this standard, the national relative poverty rate in 2019
was 12％, and urban and rural relative poverty rates were 5. 8％ and 21. 5％, respectively. The overall relative poverty
population nationwide was about 168 million, and that in urban and rural areas were about 49. 21 million and 119 million,
respectively. At the stage of relative poverty governance, China will face the dual challenges of a large scale of rural
poverty population and a large increase in urban poverty population. It is necessary to adjust in time the targets, goals
and methods of poverty alleviation.

Key words：relative poverty; standard definition; poverty scale; urban-rural integ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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